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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自律到“美的释放”：1980 年代“美学热” 
的理论建构及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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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美学热”是审美自律持续深化和美学知识场域逐步建构的历史事件，是美学自身不

断破除“他律”的规训而逐步走向“自律”的文化现象。“美学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人道主义的美

学反思、主体性美学话语的场域自律以及诗性伦理的审美主义。该进程凸显了清晰的审美自律线索，表征出审美

主体以感性“自由王国”对抗知识“他律化”的策略。“美学热”以“纯文学”“纯审美”等抵抗诗学的形式呈现

个体面向历史的审美自由。这都给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美学阐释层面的合法性立场以及审美伦理

的意义表达。与此同时，“美学热”也带来审美价值论、阐释论和接受论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面对“美学热”的

未完成性场景和审美自律论的局限，审美文化成为在新世纪延续审美救世话语和关注主体生存的崭新学科，也在

更为多元化的学科场景中重新以“间性”视野延续“美学热”的审美激情与人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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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当代美学“内在”谱系流变的视角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在进行人道主义历史反思

和现代性文化启蒙的同时，是一个不断走向审美自律

和诗化哲学的过程。美学以告别历史的人学启蒙为起

点，以康德的“主体论”革命为重要内核，最终实现

“非政治化”的审美救世目标，成为取代和遮蔽其他

场域伦理和学科表达的“乌托邦”解救策略。伊格尔

顿曾经在《美学意识形态》中认为美学具有“向左转”

和“向右转”两个维度。如果说“向左转”侧重美学

向生活的各个场域渗透，那么“向右转”则以激进的

感性革命论维度凸显审美伦理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二元

对抗。“向右转……：忽视理性分析，依附于感觉的特

殊性。”[1](367−368)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革命论成为

贯穿整个“美学热”的理论线索。从朱光潜的“主客

观统一”实践美学、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到

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美学逐步从“他律论”话语转

向主体精神实践和审美感性自由，不断确证美学作为

独立知识场域的内在价值，恢复了美学作为主体“感

性之学”的原初本意。一方面，“美学热”通过“主体

性”的先验框架推动理论走向自律，促使美学获得超

越意识形态规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另一方面，“自律

性”也契合思想文化领域的人道主义浪潮，使美学获

得“自由王国”的审美启蒙内涵。可见，主体性、自

律性构成“美学热”的关键词，凸显当代中国 “审美

现代性”的文化救赎内涵。 

李泽厚对康德主体论革命的阐发，成为取代黑格

尔与马克思之后的、崭新的哲学依据和道德原点，并

且为美学开辟了属于自身的场域伦理。随后的感性革

命论和审美伦理都是沿着主体论建构的美学独立话语

道路巍然前行。一种乌托邦式的感性救世原则附在审

美自律之上，开启了美学的激进主义进程。如果说“美

学热”中期的主导理论是李泽厚与刘再复的主体性实

践美学；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经历了“译介热”

和“文化热”的浪潮以及先锋文学等现代派文艺的出

现，美学“非政治化的政治”诉求就更加强烈而冲动

地作用于每一个个体本身；美学的合法性依据也逐步

从人道主义转变为主体自由与感性解放。审美伦理天

然地涵盖了主体与世界的其他关系，甚至遮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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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等层面的变革，成为实现主体终极自由和社会革

命的核心。康德、马尔库塞等理论家提出的诗与艺术

的感性救赎原则，作为审美现代性理念，被中国美学

家们加以借鉴和引用，成为反思意识形态的知识谱系。

当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激进的美学话语被“边缘化”

之后，自律性的学科伦理也必将改弦更张，避免自身

沦落为孤芳自赏的自言自语和乌托邦式的虚空符号。

美学通过与相关学科的间性互涉，成为一项重要的现

代性工程。美学学科被剥离了启蒙的神圣外衣和话语

激情之后，再次以平和宽容的姿态进入崭新的文化研

究场域。 

 

一、审美自律与美学“场域伦理” 
的建构 

 

对于从“五四”时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新时期的

中国美学体系建设而言，引进和借鉴的西学资源主要

是诸如康德、席勒等人的现代主义美学话语，并将这

些话语融入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诉求。审美自律和审美

伦理作为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知识

的分化、学科场域的建立以及启蒙理性的推动而完成

的具有特定美学概念和内涵的文化现象。有学者认为，

现代性学科的合法性建构需要涉及三个关键元素，分

别是“专属的知识范畴、关于对象的元叙事以及相对

统一的阐释方法”[2]。而这些也恰恰是从古典一元化

的知识统摄中进行现代性分化和合法化建构的关键。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西方大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及 20 世

纪初期中国的学科划分和“新文化”运动等，都促使

学科自律成为现代性工程的知识学承担。如果说美学

在鲍姆嘉通的视域中还仅仅是作为理性视域下的附属

品，那么康德和席勒则真正实现了美学从“他律论”

向“自律论”的转变，并在主体知性和想象力认知能

力之外找到了美学判断力存在的“一席之地”。“判断

力对于自然的可能性来说也有一个先天原则，但只是

在自己的主观考虑中，判断力借此不是给自然颁定规

律(作为 Autonomies)，而是为了反思自然而给它自己

颁定规律(作为 Heautonomie)。”[3](20)尼采、海德格尔、

胡塞尔则延续了美学的无功利性和独立性价值，实现

了审美自律和审美主义的话语维度。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美学则将美学的自由和自主原则放在宏大的

社会场域之中，将审美自律视为拒绝异化、拯救人性

的知识学资源，从另一个维度深化了美学的学科性价

值。“事物只有在显象的世界中，才呈现其本来面目和

它们可能的情景。”[4](226)审美自律论的进程也正是美

学学科自身不断走向独立的进程，并且美学逐步从理

性认知的层面分化出来，以先验感性、主体经验和美

的艺术作为自身的知识范畴，确立了美学的本体特质。

审美自律性不仅促进了美学的生成和发展，而且拥有

广泛的价值论维度，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社会、

文学、艺术不同领域的渗透与反思功能。卡林内斯库

将审美现代性视为工具理性的对抗元素，并论证了审

美现代性通过反思启蒙现代性推动主体获得完满发展

状态的命题；哈贝马斯继承了该思想，并将其视为对

抗资产阶级“铁笼”的有效手段。审美现代性以激进

的姿态实现了审美自律论的感性化、自由性和超越性

目标，并将其置于文化批判和社会变革的场域之中，

获得了审美伦理的“救赎”价值。 

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具有“后发性”特质。从 20

世纪初期的美学学科构建到新时期的“美学热”，都可

以看作是文化启蒙视域下的审美自律和美学建构历

程。审美自律一方面符合文化启蒙和知识分子现代化

焦虑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促使知识话语在学科理念、

审美风貌、文学样态和文化语言等领域从传统向现代

转型。美学自身也伴随着审美自律化的进程而逐步获

得了自身的学科性特质。中国近代美学先驱王国维和

蔡元培都积极将西方现代美学概念译介并融合到自身

的话语体系之中。比如王国维对叔本华与尼采的生命

哲学的接受、蔡元培对康德的青睐等，都体现出西方

的审美自律性思潮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自巴克及汉德

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至古今学者对

优美及宏壮之解释，各由其哲学系统之差别，而各不

同。要而言之，则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

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

此对象之形式中。”[5](184)这句话中的“汗德”正是“康

德”。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美学思想中的无功利性和纯粹

美的思想，并且通过形式来建构美学的自律性，以无

功利之功利性来界定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理论表达

直接打破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经验形态，初步建构起具

有现代化学科性质的美学形态。同样，蔡元培也试图

通过美学的自由性和超越性来取代宗教的教育功能。

他通过《康德美学述》一文强调了审美快感的感官共

通性，还强调了脱离利害关系的非现实性[6](161−165)。 

“文化上，‘现代’主要是指人的价值和人性的张  

扬。”[7]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建构，是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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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自律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影响下完成的，并成

为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改善

人性和提升民众的思想意识。梁启超、宗白华、朱光

潜、丰子恺等美学先驱纷纷从审美直觉、艺术与人生、

审美趣味等不同方面拓展了审美自律论的话语空间，

以此来推动文化的改良与社会的启蒙。“文革”结束之

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初具话语

权。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重新呼应并延续“五

四”时期的美学启蒙和审美自律，并通过人性反思、

审美表达和文化批判的方式反思历史。“美学热”是审

美自律持续深化和美学知识场域逐步建构的历史事

件，是美学自身不断破除“他律”规训并逐步走向“自

律”的文化现象。与西方知识分化背景下的审美自律

相似，“美学热”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美学意识形态特

质凸显的前期，实践美学和文艺美学发展的中期，现

代派人学启蒙的后期。这三个时期都呈现出现代性学

科领域的分化、审美批判的反思以及感性化的自由与

超越的特征，并进一步获得审美现代性品质。 

从学科分化的角度而言，如果说西方现代美学面

对的是一元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霸权，那么中国

“美学热”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统摄。在“文革”时

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进哲学、经济、文化、文学、

美学等领域的方方面面，阶级斗争成为贯穿所有学科

样态的主线，规训着不同领域的知识空间。美学同样

失去了独立性和自律性的价值，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

“工具”和“螺丝钉”。“美学大讨论”正是这一思想

不断渗透和深化的结果。而“美学热”中的“形象思

维热”“手稿热”“共同美问题”“美的规律问题”以及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都是针对美学自身的形

象性、感性、人文性和自由性特质而提出的，并试图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内完成美学的独特性内涵阐

释，恢复审美性在美学和文学中的地位。由此，美学

同审美自律一同开始了学科构建的历程。 

进入“美学热”中期，实践美学的出现标志着具

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学样态的确立，美学也真正获得

了自律性的合法化地位。“主体性”的确立是这一阶段

美学自身完善的标志。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刘

再复的文学主体性、高尔泰的审美是自由的象征等，

都确立了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性、自由性、独立

性和选择性特质，并且构筑了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

的主体文化结构。由此，美学的问题和人学的问题就

真正实现了对接。众所周知，审美自律和审美现代性

都建立在主体启蒙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实践美学的确

立和“自然的人化”理论的高扬，则凸显了强大的人

学视域和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在“美学热”期间

建构起来的“文艺美学”学科形态则进一步剥离了实

践美学的社会和经济因素，通过审美体验和审美超越，

最终实现对众多文学和艺术现象的审美阐释，进而超

越人生局限并通达生命自由的境界。从实践美学到文

艺美学的理论进程，表征出审美自律化的延展和学科

场域的确立。如果说实践美学还仅仅是美学的一个独

立成熟的样态，具有自身场域伦理和学科规范，那么

文艺美学在具有本体论的同时，更多地呈现出价值论

和方法论的特质，并以开放性和审美性的视角来审视

一切文学与艺术现象。这正是美学以“审美霸权”的

方式统摄文艺研究，并且试图成为文学研究的“元叙

事”和立足点的学科表征。当然，以美学统摄文学研

究有其历史的弊端。但有的学者认为：“美学热”之所

以能够以显学的形式出现，并非仅仅来自理论家对文

艺现象的热切关注、对美学理论的极大热情，而是人

们将美学视为意识形态之外的独立知识，“美学能够提

供逃离政治意识形态之规训的自主性机制”[2]。由此，

文艺美学也就在“审美意识形态”的层面获得了合法

性价值。与传统美学不同，文艺美学将理论渗透进文

学研究和文论知识体系内部，强调美学的实践性、民

族性特质，并给审美自律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

资源和推动力。 

进入“美学热”后期和“文化热”阶段，审美自

律论在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等“非理性思潮”的影

响下，更加注重“个体化”的审美体验和“感性化”

的审美超越，并且将审美提升至审美伦理与宗教救赎

的层面，成为拯救人类的精神“乌托邦”。由此，审美

自律论就得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审美伦理，也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激进历程的辉煌终点。刘小枫的诗化

哲学受到费希特、海德格尔以及中国的庄禅哲学思想

的影响，将审美问题看作类似宗教和神学的超越与救

赎问题，以“诗意地栖居”的态度实现“走向十字架

上的真”。“在所有浪漫气质的哲人那里，只有美学、

审美体验或宗教才能使人达到无对待的同一。”[8](20)

王一川的体验论美学则直接消解了美的本质等本体论

话题，并通过“意义的瞬间生成”重塑主体内在心灵

的价值观念。从审美自律论到审美主义论，构成了“美

学热”内在的发展脉络，同时也使美学学科不断获得

自主性和独立性特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美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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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崭新的学科样态和自足性的内在话语，成为知识和

学科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一方面，审美伦理

将美学的特质提升到超越和救赎的层面，获得了宗教

和信仰层面的含义，实现了美学话语权的重构；另一

方面，审美伦理也潜藏着美学再次转型和分化的危机。

当自律性上升至“主义”，过犹不及的弊端就呈现出来

了。在审美主义话语中，美学的感性体验和自由之境

再次溢出了美学理论特有的学科框架和逻辑体系，成

为可以“照亮”与“澄明”所有学科和领域的“诗性

之光”。美学成为一种指向自由、生命、诗性和智慧的

话语表达，任何知识和主体一旦进入，就如同被“开

光”一样获得了自由和超越的境界。美学的价值论和

体验论已经悄然溢出了美学自身的本体论与学科性，

内蕴了美学再次分化和学科间性关照的理论因子。 

“美学热”延展出的主体实践、审美自由与精神

超越，表征出审美主体在感性“自由王国”中对抗知

识“他律化”的策略，并以“纯文学”“纯审美”等抵

抗诗学的形式呈现个体面向历史的审美自由。它一方

面呈现了启蒙现代性的知识学方案，确立了美学的场

域伦理；另一方面融合了生存论美学的主体性超越和

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革命，以审美本体论的教

化功能和启蒙话语，给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

提供了美学阐释层面的合法性价值以及审美经验化的

意义生产。而美学的诗性功能在进行文化启蒙的同时，

也实现了对主体生存自由和意义的考察。黑格尔曾经

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种

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9](19)

孟德斯鸠也曾表示：“与自由这一词语相比，没有哪一

个词会比它内涵更丰富。”[10](75)“美学热”产生和发

展的前提也正是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知识分子试图

以“自上而下”的美学启蒙的方式实现主体性的建构

和文化反思领域中的生存自由。比如“手稿热”中的

人道主义大讨论，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论著的再阐释，

发掘出人的自由与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基本立足点；实

践美学中也随处可见“美是自由的象征”的论断，以

美学自身知识场域和自律性的恢复完成主体自由精神

的彰显；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更是体现了美学家对审

美超越和主体生存问题的关注，并且试图通过美学来

建构全新的“信仰”系统；而“文化热”以及人学启

蒙思潮则更是以现代派理论资源深化了个体的焦虑意

识与存在意识，以更高的维度反思现代人的自由问题。

可见，整个“美学热”的进程正是审美自律和审美主

义不断加强，在人道主义反思和美学场域伦理建构的

知识框架中，完成主体终极自由价值的追寻与体察。

知识分子也以精英化“自上而下”的视角形成了知识

场域的“共同体”，以学术激情和自由精神完成对美学

的塑形和知识的重构。 

 

二、从审美自律到美学反思： 
“美学热”的“未完成性”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通过人道主义启蒙、

主体性话语建构、诗化哲学的感性彰显等方式延展出

一条从审美自律到审美主义的理论谱系。文学、美学

等在获得自身场域伦理的同时，具有了文化“新启蒙”

的意义指向。其整体框架可融入审美现代性的话语对

抗和精英式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启蒙语境内部，呈现出

较为激进的审美革命色彩。“美是自由的形式”“美是

自由的象征”“积淀说”“人化的自然”等美学命题，

实质上规划出某种超越性的“非政治化”文化启蒙方

案。它们通过对“人性论”“主体论”等美学本质问题

的论述，建构起全新的美学意识形态话语权。然而，

伴随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文化场景的多元化、商品市

场伦理的扩张以及学科知识场域的进一步分化，审美

自律的精英化启蒙逐步褪去激情，其内部“自然的人

化”“主体性实践哲学”等理论也面临新的调整。由此，

“美学热”最终凸显被边缘化的命运。除去经济社会

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从“美学热”到“审

美自律”的理论不足，对其“未完成性”进行反思，

从而寻求新的美学重构路径。 

众所周知，无论是美学、哲学、社会学，还是文

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学科建设，它们都是在启蒙思

想家们设计的现代性方案中完成的。从逻辑性和实证

性的科学知识到系统性和共同性的社会伦理，从美学

感性领域的确立到艺术和审美的自律，氤氲在前现代

时期的人文知识“整体性”话语已经被各个学科的“自

律性”“场域性”话语所取代。现代性进程在高扬主体

实践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通过“语境定义”与“符

号命名”的方式推动不同的知识走向理性、逻辑、场

域和形式化。“现代性意味着象征与它所指的东西的 

分离。符码、范式、语义学这些文化观念正是现代认

同的产物。”[11](217)中国“五四”时期的美学理论家正

是借助西学东渐的思想浪潮，将美学逐步从文学、艺

术和思想文化等领域中剥离出来，系统地对主体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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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的超功利的性质进行论述，确

证美学的人道主义启蒙价值。王国维对悲剧和美感的

界定、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文化启蒙以及宗白

华的艺术生命观等，都塑造出一个个体化、超越性和

超阶级的美学知识框架。此种理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美学热”的浪潮中得以衔接和延展，审美自律与审

美主义的流变成为美学内在发展的理论谱系。比如文

艺美学学科便是美学走向自身场域伦理的知识呈现。

刘小枫的“诗化哲学论”、鲁枢元的“审美心理学”、

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等都建构出从个体到世界的

“诗化本体”，美学成为主体感性维度的最高存在。“人

的精神应该有一种虔敬的沉迷状态。”[8](36)可见，“美

学热”的延展是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而不断深入，并

获得了自身的场域伦理。但与之相关的启蒙热情、历

史反思和主体审美诉求却将美学无限蔓延至整个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出现所谓的“军事美学”“法律美

学”“修辞美学”“新闻美学”等诸多形态，相关的美

学“方法论”也层出不穷。研究美学的激情已经远远

超越美学知识自身的建构，美学热潮中的滥俗倾向和

急功近利方式也得以产生。与此同时，美学作为主导

性质的知识话语已经统摄文学、艺术和文化研究的方

方面面，“审美”成为阐释文学意义的关键元素。审美

体验、审美意识、审美形式、文学形象、话语蕴藉等，

都是将美学话语渗透进文本的各个元素之中并进行研

究的策略。美学依然是文学艺术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

此种审美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语境

中，给主体的确立和美学知识的自律提供了必要的知

识资源。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浪潮中，审美

主义将美学限制在“孤芳自赏”式的学科场域内部，

遮蔽了文学和艺术活动深层次的政治、宗教、伦理等

社会学意义。“擅长从总体性的人类解放论进行批判的

理论却拙于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而擅长文学文本的

形式分析的理论又缺乏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12]

由此，对“美学热”的历史反思就必须将其放在审美

自律和后现代文化研究场景中，探究美学如何进行自

身的历史延续、反思和重构。 

首先，从价值论层面而言，“美学热”的发展进一

步加深了美学自身“大问题”与“小问题”，“形而上”

与“形而下”之间的裂隙。“美学热”的整体走向是从

人道主义到审美伦理、从理性规约到感性解放，但是

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却各有不同。有的美学家是通过

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再阐释完成“六经注我”式的术

语更替，有的美学家是通过哲学主体性的建立完成系

统的场域理论建构，有的美学家是借鉴中国古典资源

和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立诗性话语，有的美学家是在

激进的感性革命论中完成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呈现出

微观层面的差异。但是因为当时不同的理论视角均被

涵盖进人道主义反思和文化启蒙的语境中，广大知识

分子以“公共性”的姿态实现了和而不同的联盟。此

种美学样态一直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摇摆

不定、难以通约。一方面是从西方现代性工程中借鉴

下来的形式化知识和哲学美学论调，追求超脱世俗的

彼岸世界和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形式主义和

新批评美学发展而来的微观审美鉴赏论，追求从语言

到形象、从色彩到结构的审美实践。这两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都指向机械反映论和政治工具论，完成了审美

伦理的精神启蒙。可是当对抗性消解之后，文学艺术

文本自身迈向了更为宽阔的文化空间，文学理论也被

众多后现代文化知识裹挟前行。美学如何弥补自 “形

而上”至“形而下”，“大问题”和“小问题”之间的

裂痕？比如以审美论进行文学研究，可以使用美学的

主体性、存在论来分析《红高粱》《我与地坛》等文本，

但却很难深入论证《爸爸爸》《信使之函》的语言形式

变革；而当采用结构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等微观

理论分析《活着》《棋王》等文学作品时，又导致文学

批评得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论。当然，同

一文本可以采取多维度的美学理论，但是美学自身的

总体性视角与微观技术性形式分析呈现出无可通约的

面貌。甚至在当下的美学进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

的割裂。哲学美学领域坚守学科本体的知识学研究方

法，追求系统化、逻辑化的理论分析；文艺美学领域

则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多元视角追求理论的审美性和

延展性；文学鉴赏、艺术美学等则追求相对具有实践

性和应用性的美学关照。当然，这些都积极推动了美

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却在某种程度

上忽略了整一化和通约性。此种美学的局限性源自西

方美学知识学框架和中国古典美学经验话语之间的拮

抗，以及西方美学自身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调整，但

是它们在“美学热”期间被忽略且被进一步放大，以

至产生了不同学科之间以及理论自身的罅隙。超越现

代性工程的理性分割，如何将其弥合并共同作用于文

化研究中审美和主体的自由，是需要美学反思的话题。 

其次，从美学话语阐释有效性层面而言，无论微

观的审美形式技巧论还是意义价值论，都可能产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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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的单一性、片面化等缺陷。自“美学热”出现

以来，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

在大量的知识话语表达中，美学和文学理论已经实现

内在的融合。在大多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美学内容

占据半壁江山。审美意识形态、情感评价、艺术形式、

文学形象、意境典型、符号结构等，都被文学理论加

以阐释和借用，成为文学“向内转”的核心表征和言

说系统。艾布拉姆斯所界定的“四要素”说和韦勒克、

沃伦界定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都涵盖了文

学理论的知识对象。美学通过其中的“文本”和“内

部研究”撑起当下整体文学理论话语，以此彰显文学

的意义。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意义生发不仅仅

只是审美超越性的一个维度，而是具有前学科性质的

诗性言说，那么任何一个外围学科都无法涵盖所有的

意义经验。“文学理论不是要寻找某一外围学科知识来

解释诗性言说的意义类属，而是应当去阐释诗性言说

中意义生发的机制。”[13]由此，美学对文学理论的先

验性意义决定论就需要转变为众多外部学科的生成性

价值。其实，美学作为感性之学，具备整体意义层面

上对艺术形式和价值的判定，壮美、优美、丑陋、荒

诞、崇高、和谐等理论范畴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

分析，运用审美心理学的运转机制实现主体与客体乃

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而文学既以语言作为创作、

传播和交流的基石，又是涵盖众多知识学资源的前学

科样态。如果仅仅借用美学概念、美学范畴和审美话

语分析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便呈现出“本质主义”

“整体化”以及“超越性”“自由性”等高蹈虚空的理

论面貌。当下的文学理论在肯定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意

识形态、是审美和精神创造的同时，往往在具体的“文

学文本(文学作品)”一章添加上“文本层次”，肯定了

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在文学阐释体系中

各自不同的作用，甚至忽略了美学在具体阐释层面的

功用。比如面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白鹿原》《废

都》等文本，以及大众文化场景中的“下半身写作”

“玄幻文学”等多元文学理念时，便呈现出阐释的有

效性不足，甚至会使得文学理论缺失阐释性与实践性。

可见，审美本质论和多层次建构论在文学理论中形成

了富有差别的张力关系，也需要美学跳出“美学热”

的框架，实现进一步的转型。 

最后，从文艺活动意义的传播和接受而言，审美

超越论、形式论、体验论等固然可以通达感性层面的

视域融合与共鸣，但依然难以涵盖所有的意义旨归。

在“美学热”期间，文学理论领域的主体论、本体论、

“向内转”等纷纷占据理论阐释的主导地位。它们追

寻文学创作中的审美体验、文本自身的审美形式以及

审美接受中的审美超越，最大限度彰显主体感性层面

的情感体察和独立于政治社会伦理之外的美感经验。

例如在当时的文学研究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对 XX

的形象分析、对 XX 的叙事学结构学分析、对 XX 的

审美意蕴阐释等命题。它们恰恰形成了与“文革”时

期文学阶级论和工具论的对抗话语。文艺美学的学科

构建一方面实现了美学和文学理论诗性话语的回归，

另一方面则给美学以及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能够独立

言说的合法性空间。“当我们对审美活动中主客体交流

和主体性特征加以探讨以后，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去追

问审美主体心灵深层结构，并由此去窥探艺术本质的

某个侧面或某一层面。”[14](51)当激进的新启蒙思潮降

温之后，此种审美伦理思想依然伴随着学科体制的不

断完善并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意义传达之中。与此同时，

伴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科体系的成熟和高校教师

制度的完善，启蒙的公共群体不断分化，部分知识分

子从启蒙者角色转变为学科体制内知识的阐释者和研

究者角色。审美主义以其远离社会历史的“旁观者”

角色和精英化意识，给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

安全的乌托邦空间。而当此种价值取向漫延开来时，

也容易陷入极端“旁观者”、个体化、自由化和身体化

的境地。那么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对身体伦理的重新

强调和情感独语的自我沉醉，都可以视为审美主义不

断变形和扩张的结果。其实，很多文学文本的意义论

阐释绝非审美视角可以涵盖，在对主体自由的追寻和

社会历史的终极性反思中也并非只有审美超越可以通

达。崇高的人格、历史的悲怆、改革的反思、时代的

潮流等，这些甚至成为能够远高于审美的、决定文学

意义价值的核心特质。比如《白鹿原》的历史意识和

民族精神表达，《乔厂长上任记》的改革意识呈现，《组

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人生“真善”的讴歌和对青年

人成长心路历程的关切，《狗日的粮食》对人与自然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描写等，这些都很难用美学的视

角进行归纳。在思想领域，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试图通过反思推动中国

当下的社会发展。知识分子跳出从审美到自由的“美

学热”传统，以更为实际的文化批判意识审视主体的

生存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审美超越论

和启蒙论的分化与调整。可见，美学在 20 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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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出的主体自由与生命超越等命题绝非仅仅以审美

自律和审美伦理话语就能实现。相反，审美自律话语

倒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启蒙分化和市场伦理体系中，

显示出一种日趋保守和精英化的自我沉醉倾向。可见，

美学必须在清醒的意识形态认知和文化研究的后学科

时代知识互涉中才能延续面向历史的主体性自由。 

 

三、从审美自律到“美的释放”： 
“美学热”的理论启示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学热”作为改革开放新时

期以来一次较大的美学热潮，对现代美学的知识形塑

和价值确立都有重要贡献，其“人道主义”“主体性”

“新感性”“自然的人化”等概念已经渗透进美学体系

内部，成为美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学热”

中兴起的实践美学、文艺美学等知识形态至今焕发着

理论活力。与此同时，美学知识场域的确立和审美自

律的延展最终带来了审美主义层面的“知识区隔”，美

学成为“孤芳自赏”式的精英话语。这一方面限制了

美学价值的凸显，另一方面也影响美学和文学、艺术

之间的话语释放。面对后现代技术革命、知识互涉和

审美泛化的文化场景，如何延续审美自律的“新启蒙”

和人文理念，并重建美学的介入性和实践性功能，这

是“美学热”之后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正如德国美

学家韦尔施的论述：“它正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审

美活动，当然这里所指的‘审美’不只是指美的感觉，

而是指虚拟性和可塑性。”[15](10) 

文化研究立足于反思“美学热”未完成性的缺陷

和审美自律论的不足，成为在新世纪延续审美救世话

语和关注主体生存的崭新学科，也在更为多元化的学

科场景中重新以“间性”视野实现微观革命论。文化

产业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拆解了审美伦理的

学科藩篱，另一方面也以普遍联系和文化符号实践的

方式审视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征。众多文化学科的运

作其实是话语和符号游戏，而这些又通过阶级性、身

体性、性别性、族群性和边缘性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和

体察，所以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才能够重新进入文化和

审美的视野。我们若想延续“美学热”的理念内核并

且在未来实现主体性的终极自由，就必须在大众文化

内部各元素新一轮的交换、赎买和融合关系中展开，

进而突破现代性工程和审美伦理带给后启蒙时代的理

论枷锁和知识边界，超越审美救赎论和审美超越论的

乌托邦神话，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文学、

艺术和美学。美学需要从知识话语、权力机制、身体

维度、艺术体制、性别身份等方面展开学科互涉式的

考察，这不仅是从审美救世精英到微观革命论的转型，

更是其知识调整和时代变革的必然要求。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内蕴于审美自律论与

审美伦理中的矛盾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被重新激活，

原先在审美主义统摄下的众多知识学资源和感性体验

因素也逐步超越了学科性和理论性话语，延展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审美自律建构起来的美学样态

需要再次面对后现代美学和文化的景观。由此，美学

就需要将自身的感性原则和诗性话语渗透进主体的生

活、环境、身体等不同维度；也要与文化学、生态学，

甚至是科学和技术进行学科交流与学科互涉，从而以

“未完成性”的姿态重新审视从“美学热”生发起来

的审美自律论。进入后现代社会和大众文化时代以来，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场景已经基本具有了“同构性”的

关系，现代都市的蓬勃发展、市场伦理的快速形成、

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的兴起、技术文明同审美文化相

互渗透等，都凸显了新型的权力、社会和文化的结构。

“新的文化传媒(试听机械)已经取代人类几千年一贯

传承的文化载体(书籍)，占据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

成为社会信息交流的主导性工具。”[16]中国现代性美

学的建构也处在当下纷纭复杂的多元化社会场景之

中，在启蒙消解和知识场域共同体解构之后，面临更

加多元化的美学样态。从个体对多样化生活的选择，

到传统艺术形态的消解；从个体对技术复制艺术和影

像符号的确认，到社会对精英式霸权话语的放逐，这

都彰显了新的美学意识形态功能和全新的反叛意识。

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既有相互对立的关系，也蕴含

着内在反抗性话语的延续。此种延续性关系确立了审

美自律论的感性体验在后现代时期的合法位置，促使

美学转型并影响其在多元化语境中的立场选择。后现

代时期是一个提倡宽容、强调差异、主张不同学科和

文化共存的开放性时期，更需要通过审美主义来彰显

身体体验和日常生活的超越性表达。一方面，审美泛

化、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景观对审美自律原

则提出挑战，它们试图以“跨越鸿沟”的姿态实现精

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另一方面，后现

代文化延续现代性内部的启蒙原则与独立意识，以“未

完成性”姿态重建主体话语。审美主义的感性与救赎

原则得以延续。正是在此种张力关系中，美学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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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涉和主体间性得以产生，从而提升审美自律和美学

学科的阐释能力。其实，美学的学科互涉和审美自律

一直是并行的话语体系，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场景和

意识形态对抗中，自律性得以逐步彰显。比如康德对

主体认知、审美和伦理三大领域的划分，正是将主体

的审美能力视为独立于理性认知能力、道德伦理规范

之外的学科知识。“人为什么活着，应当怎样活着并且

活得更好，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康德式提问。这个提

问既包含深邃的思想，又有强烈的现实感。”[17]席勒

也将“游戏冲动”放在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二者之

间，并认为审美的“游戏冲动”才具备恢复人性的力

量。马克思也是将自然、社会、实践和主体放在“美

的规律”的生成性地位上，在历史性的实践关系中完

成了美的“人化”反观。在启蒙理性高涨的时期，美

学面临被工具理性规训的危险，而并非学科互涉和理

论拓展的机遇，所以更多地呈现出审美自律和艺术自

律的风貌，并用来纠正被理性、科技和政治霸权所异

化的场景。二战后，西方非理性思潮的涌现、中国新

时期“美学热”的审美话语的文化批判，都呈现出审

美自律性压倒美学学科互涉性的面貌。进入后现代时

期，理性话语霸权受到“解构”话语和市场伦理的冲

击，审美文化的出现彰显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交流，

主体的感性力量和身体欲望在新传媒中被最大限度地

释放。审美伦理失去了对立的“另一元”，艺术和审美 

“弥散”在无限的场域之中。那么此时，美学学科的

互涉性就被重新提上了议程，并且也直接适应了知识

多元化和其他学科互涉的文化现状。美学在多元文化

的语境中，必须保持关注不同学科领域和吸收多种资

源的魄力与眼光，以新型的“有机整体论”破除某一

学派或单向度定义的不足，广泛地同文化研究、语言

科学、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生活环境、症候分析等

进行“交互融合”。通过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生发、弥

补和启示，增强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阐释力度。当然，

审美自律话语也将在崭新的美学学科体系内部进行延

续和重构，从而凸显主体精神超越和情感自由的意义。

比如生态美学、空间美学等正是由学科互涉实现知识

重构的例证。在后现代综合性和多元性的文化场域中，

学科互涉实现了“以兼容性和生成性超越了学科知识

之间直接的借取或挪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场域，

一个新学科视野展示其功能的空间”[2]。而美学也从

审美自律到学科互涉，走出一条从现代性对抗到后现

代性狂欢的理论道路。这既彰显了美学自身的理论价

值，又推动了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再次“复兴”。 

美学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失去了审美自律和审

美伦理的对抗性价值体验，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学科互

涉的姿态重新融入现实生活，进而重建自身的言说能

力。美学得以与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态学、

设计学、语言学、建筑学、民俗学、存在论、文化学

等学科知识融合，建构起适应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崭新

学科形态。这不仅延续了现代美学的审美自律功能和

感性学本意，还促使美学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推动

自身学科形态的内在转型。立足于学科互涉的时代场

景，中国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新

焕发活力，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审美文化”学科。

在审美文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不少学者纷纷

撰文给出了合理性的意见。从研究对象而言，有的学

者认为应从主体性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着眼，以内

在的审美体验来面对众多的文化场景；有的学者建构

起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框架；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从

文化形态入手，发掘美学在其中的功能和作用，等等。

从研究方法而言，则先后涌现了形式分析法、逻辑与

历史结合的方法、实证性的调查方法以及后殖民、新

历史等西方后现代流派的分析方法等。无论如何界定

审美文化，都再次呈现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学多

元化发展和试图介入现实的场景。美学家们纷纷从形

而上的超验性论述转向更为实际和开阔的生活场域，

这本身就体现了美学通过学科互涉进行历史转型的尝

试。美学的研究内容超越了以本体论为核心的传统，

建构了以价值论为主导的开放性体系。后现代社会中

的信仰、制度、符号、家庭、权力、时尚、生活、身

体等纷纷进入美学研究的视域之中，并且在“审美自

律”的微观延续中，获得了精神层面的自由体验。比

如伦珠旺姆的《神性与诗意：拉卜楞藏族民俗审美文

化研究》一书从民俗和宗教的视角，采用以古鉴今的

现代性维度，完成了对民族诗性精神的分析；耿文婷

的《中国化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

则渗透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心灵深处，通过论证审美

传统和当代科技的融合，实现了对“春晚”娱乐形式

的美学阐释等。可见，审美文化作为美学和大众文化

交流互涉的产物，不仅在后现代时期增强了美学理论

的介入性和话语言说力度，也促进了美学自身研究范

围、研究方法和美学史层面的拓展与转型，构建了超

越两种学科之上的、崭新的知识话语。而林同华的《审

美文化学》和余虹的《审美文化导论》则成为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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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标志。与此同时，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出现

和勃兴呈现了学科互涉的努力。生态美学作为从环境

美学发展而来的美学高级形态，是美学与环境学、生

态学知识互涉的结果。进入后现代时期，工业文明的

发展和科技理性的膨胀造成环境的破坏和主体自身的

异化，众多学者也想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反思和批判环

境问题。美学的自然性、感性和人文性特质恰恰呼应

了主体批判启蒙现代性的诉求，所以美学和生态学就

各自引入对方的知识学资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与人自身的关系、自然中物与物之间“返魅”存在的

关系以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点中，完成生态

美学的价值重构。一方面，美学渗透进生态学研究，

以感性的力量和超越性的自由提醒主体不断反思生态

现实；另一方面，生态学的诸如“整生”原则进入美

学内部，丰富了后实践美学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方法，

从而延续“审美自律”的人学启蒙话语。“共建以‘自

然’为核心的新审美体系，这似乎都暗示出全球美学

研究中心的某种转向。”[18]( 6−7)这些都构成了美学同其

他学科之间进行“互涉”和“间性”之后的、崭新的

美学景观，使得美学在被边缘化和“美学热”降温之

后再次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阐释力。而“审美自律”

的人文性、反思性和超越性话语也能够渗透进后现代

美学众多场域的“微观”体系之中，得以在环境、设

计、生态、园林、图像、音乐、网络、游戏等领域中

继续提醒着主体为实现超越现实、追寻自由和本真生

存而不断努力。2007 年第 17 届国际美学大会的主题

设置为“架设美学的跨文化之桥”，既肯定了美学进行

学科互涉和学科间性建构的成果，也成为美学在后现

代语境中得以转型和复兴的关键。我们有理由相信，

从美学的审美自律到学科互涉，不仅坚守了感性体验

和人文话语，也以更加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努力为美学

的发展提供了转型契机，并内在地延续了“美学热”

一以贯之的学术热情和启蒙精神。 

20 世纪 80 年代新时期的“美学热”是中国当代

美学史上美学发展的热潮，其生成源自历史层面的人

道主义反思与社会文化启蒙。但在美学论争、知识译

介、理论创新与文艺关照的进程中却促使美学自身场

域伦理的形成。从美学层面的“形象思维讨论”“人道

主义论争”，到理论维度的“实践美学”和“文艺美学”，

最终通向具有感性和心灵维度的诗性伦理，呈现一条

从审美自律到审美主义的理论线索。在该进程中，美

学不断摆脱“他律论”窠臼，逐步具备具有现代性意

义维度的场域空间。一位学者曾充满热情地回忆：“这

个时代出现的‘美学热’，以及在‘美学热’中积累下

来的种种思想成果，是中国美学界永久的财富。”[19]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虽然后现代文化思潮席卷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带来新的艺术场景和文化空

间，但是潜藏于审美自律内部的启蒙意识、美学批判、

人文精神和感性超越等得以延续，并且再次成为确证

主体生存自由的关键。“我们现在无疑正在经历着一 

场美学的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

延伸到理论。”[15](1)美学以知识互涉的形式广泛地与意

识形态、科学、法学、伦理、技术等进行交融，凸显

更加多元化、人性化和自由化的审美文化面貌。这不

仅拆解了由康德、鲍姆嘉通等美学先驱设立的美学伦

理“鸿沟”，宣告了一个平等多元的美学时代的来临，

更是延续了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的美学探究激

情，重构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审美启蒙。可见，无论是

审美自律的精英化启蒙和自由希冀，还是“美学热”

自身的理论反思，都推动了美学话语的延展和美学精

神的彰显，从而为主体的“诗性生存”不断努力。“因

此，艺术和审美体验就成为知识、经验及生活价值意

义的主要范式。”[2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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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to aesthetic releas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of the Aesthetic Boom in the 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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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sthetics Boom in the 1980s is a historical event that the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deepened constantly 

while aesthetics field was constructed gradually, and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aesthetics itself constantly 

broke heteronomous discipline and constraints, and gradually attained self-discipline. The Aesthetics Boom can be 

divided into such three phases as humanitarian aesthetic reflection, field self-discipline of subjectivity aesthetics 

discourse, and the poetic ethics aestheticism. This process highlights a clear clue of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ategy that aesthetic subject takes with its sense “freedom kingdom” in countering against 

knowledge “heteronomy”. The Aesthetics Boom presents a historical aesthetic individual freedom in face of history in 

the form of “pure literature”, “pure aesthetic” and other forms of resistance against poetics, providing the legal position 

and the meaning conveyance of aesthetic ethics for literature, art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many problems in terms of aesthetic values, interpretation theory,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like. In face of 

unfinished scenario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esthetic discipline theory, aesthetic culture becomes a new discipline in 

the new century to continue the myth that aesthetics saves the world and cares for the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in more 

diversified discipline scene, to sustain the aesthetic passion of the Aesthetics Boom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Man.  

Key Words: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the Aesthetic Boom; modernity; enlightenment; aesthe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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